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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TWR 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减污降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谭德明，张 宇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200）

摘　要：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 71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 2011—2020 年三大

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使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究各城市群减污降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

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截至 2020 年，三大城市群减

污降碳均达到协调状态，其协调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减污降碳协同，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则会抑制减污降

碳，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在三大城市群间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科技创新以及政策规制层面提出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策略，助力各城市群乃至长江经济带减污降碳目

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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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with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GTW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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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71 cities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for a measurement of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11 to 2020, follow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by using GTWR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mong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s an upward trend. 
By 2020, all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reached a coordinated state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with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 a descending order being th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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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can promote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whil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inhibit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Howev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xhibits a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among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is, differentiat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ategies have thus been proposed for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regulation, so as to help achieve the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goals of various urban agglomerations, even 
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words：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urban agglomeration；
pollutant reduction；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0 引言

2013 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 PM2.5 浓度爆

表问题，严重雾霾危机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对环境污染

的高度关注。随后，为治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各

项污染防治攻坚行动陆续开展。然而，作为我国过去

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负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问题在近 10 a 的治理和修复中，虽有所好转但并未

完全消除。此外，《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2》显

示，2021 年中国的 CO2 排放量达 105.23 亿 t，约占

全球总量的 31%[1]。为展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30·60 目标”，随后关

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决策被不断完

善。当前，我国整体处于减污与降碳压力叠加阶段，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模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

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种压力叠加持续时间

将更长、强度将更大。为推进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

同控制，2021 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实施方案》，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成为新发展阶

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

减污降碳作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研究

主要集中于以下 3 个方面。1）关于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的识别与评估。现有研究表明，温室气体与污染物

具有共生性，二者都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化

石能源消耗 [2-3]，这一特征成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

前提和基础。Wang B. 等 [4] 对中国省级层面工业减污

降碳效应进行了探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工业部门每

减少 1 000 t 碳排放就能够带来 1 t 以上的大气污染物

减排。张瑜 [5]、刘杰 [6] 等通过对减污政策和降碳政

策效果的双向研究，验证了我国环境治理政策的减污

降碳协同效应。学者们验证协同效应的方法包括协同

效应评估指数 [7]、耦合协调模型 [8]、综合指数法 [9-10]、

数据包络法 [11] 等多种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当前关于

减污降碳的研究。2）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

究。现有研究多基于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

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and technology，STIRPAT）[12]、对数平均

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
分解法 [13]、Kaya 模型等基本框架 [14]，从省级或国家

尺度探究影响污染减排或碳减排的主要因素、解析不

同要素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程度。目前

认为影响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能源结构、科技水平、

城镇化水平、政策因素等 [15-16]，二者存在高度重叠。

3）对减污降碳的实现路径探索。国内学者们从不同

领域、不同层面提出了实现减污降碳的建议。杜祥

琬认为，应通过节能提效和推进能源清洁化、低碳

化的路径实现减污降碳 [17]。冯相昭等 [18] 主张推进污

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标准体系建设。孙佑海 [19]、

姜晓群 [20] 等认为，要推进气候变化单独立法进程，

塑造能够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机制的法制保障体系。陈

菡等 [21] 认为要搭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以实现

减排措施协同、管理机制协调、区域协同。

现有文献从协同效应的识别、因素探究和路径优

化等方面，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减污降碳进行了

研究，这些研究极大程度证明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

当前应对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减排双重压力最有效、

最经济的手段。但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污染减排或

碳减排单一方面，对减污降碳协同效果的探讨不足；

研究尺度多为国家或省级层面，关注的是宏观层面减

污降碳情况，对特定区域或更小尺度的研究较少；对

减污降碳影响因素的分析多基于时空均质性的假设，

忽视了不同因素在不同样本区域中存在时空变化，对

影响因素作用的识别不够精准。鉴于此，本研究在已

有研究基础上，将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 71 个地级

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时空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状

态以及城市群减污降碳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以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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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识别不同城市群所处的减污降碳状态，探究影响城

市群减污降碳的因素，为推进长江流域整体实现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提供可行建议。

1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已有研究表明，污染物排

放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同根同源性，主要来源于能源

活动、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废弃物处置过程。污染物与

温室气体排放密不可分，这为碳污协同控制提供了基

础和条件。本文把减污与降碳视作隶属于生态文明

建设系统中的两个不同子系统，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紧密联系。本研究通过借用王淑佳等 [22] 修正后的耦

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减污降碳协调度，从而反映研究对

象减污降碳协同状态。耦合协调度越高，表明减污与

降碳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越好，反之则越差。耦合协

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

                                                                                    （1）

         （2）

                                                        （3）
式（1）~（3）中：C 为耦合度，且 C∈[0, 1]，C 值越大，

表明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小，子系统间耦合度越高，

反之越低；Ui 为各子系统标准化值，且 Ui∈[0, 1]，
此处假设 U2=MaxUi；T 为协调发展度； αi 为第 i 个
子系统权重，参考已有研究，认为减污与降碳子系统

同等重要，因而α1=α2=0.5；D为耦合协调度，D∈[0, 1]，
D 值越大，表明子系统间协调性越高，反之越低。

借鉴已有研究 [23]，根据 D 值将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不同状态，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1。

2） 时 空 地 理 加 权 回 归（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weighted regression，GTWR）模型。传统的

线性回归模型忽略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异质

性，回归结果体现的是整个研究区域的平均值，很大

程度上掩盖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实际空间特征。地理加

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

型虽然考虑到变量之间的空间异质性，但缺乏对于时

间因素的考量，忽略了不同因素在不同时间下影响效

果的变化。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通过在地理加权回

归模型基础上引入时间效应 [24]，很大程度上优化了

这一缺陷，使得GTWR模型可以使用时空面板数据，

既解决时空非平稳性与参数无法估计的问题，又提高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公式如下：

  

                                                                             （4）
式中：X、Y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ui, vi, ti)
为第 i 个城市的时空坐标；β0(ui, vi, ti) 为模型常数项；

Xik 为第 i 个城市第 k 个影响因素数值；βk(ui, vi, ti) 为
第 i 个城市第 k 个影响因素在时间 t 上的回归系数；

εi 为误差项。

在 GTWR 模型带宽选择上，根据 AICc 准则，

使用自适应带宽进行回归。

1.2 减污降碳影响因素选取

为探究影响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因素，参考

STIRPAT 模型、Kaya 恒等式基本框架和已有研究的

影响因素选择，本文从社会、经济、科技以及政策规

制 4 个层面选取各指标探究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污

和降碳的影响。减污降碳影响因素汇总说明见表 2。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

取2011—2020年三大城市群71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的相关数据主要分为以下 3 部分：

1）污染综合指数 [26-27]。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和完

整性，本文选择地级市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及烟（粉）尘排放量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地级市污

表 1 耦合协调状态划分

Table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state division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

状态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

状态

[0~0.1) 极度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1~0.2) 严重失调 [0.6~0.7) 初级协调

[0.2~0.3) 中度失调 [0.7~0.8) 中级协调

[0.3~0.4) 轻度失调 [0.8~0.9) 良好协调

[0.4~0.5) 濒临失调 [0.9~1] 优质协调

表 2 减污降碳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Table 2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or factors affect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变量类型 符号 量 化 方 式

污染综合指数 γPOL
熵值法计算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

量、废水排放量的综合指数

碳排放量 VCO2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

人口集聚 ηPEO 地区人口总量 / 辖区面积

城镇化 ηUR 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

经济发展水平 VPGDP 人均 GDP

产业结构 ηIND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

对外开放 VFDI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科技创新 VRD 专利授权数 / 地区人口总量

环境规制 ηER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相关词

汇出现频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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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综合指数以代表城市污染物综合排放情况。污染综

合指数越高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越大；反之越小。

2）碳排放量。当前我国未公布地级市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地级市也尚未公布具体的能源消费数据。

因而本文参考吴建新等 [28] 的研究，通过统计地级市

电能、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以及热能消耗总量，计算得

到各类能源消耗排放的碳排放量，继而通过相加得到

地级市碳排放总量。

3）其余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2012—2021 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长江

经济带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局、政府网站、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 数据平台（EPS 数据库）等，部

分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充。进行 GTWR 模型回

归前，对所有回归指标数据进行 Z-score 标准化处理。

2 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情况分析

根据式（1）~（3），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三大

城市群 2011—2020 年减污降碳协调度，以此反映三

大城市群的减污降碳协同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

从空间差异上看，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

协调度的差异逐渐缩小，2011 年协调度最高的长三

角城市群与协调度最低的成渝城市群之间的差值为

0.164；但到 2020 年，协调度最高的成渝城市群与最

低的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度差值仅为 0.048。从

时间演变上看，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经历了先

波动下降再持续上升的发展历程。到 2020 年，三大

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情况均达到中等协调水平以上，

其中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达到良好协调水

平，三大城市群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大致相同。

根据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变化情况，可将

其分为 2 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11—2014 年。此阶段中，三大

城市群的减污降碳协同度均处于波动下降状态。此

时各城市群之间减污降碳协同度差异较大，从大到

小排序依次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

渝城市群。此阶段协同度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

长江经济带在这一时期仍是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

式为主导，以传统化石能源为驱动，依托大量“三高

一低”企业带动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污染物大量排放，

加剧了环境污染。其中，以成渝城市群地区尤甚，因

而此阶段成渝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最低。而下游长

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早、进展快，对污染治理行

动开展较早，且地区内企业经过数轮工艺改进和技术

升级后，资源利用效率较高，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

碳排放量较少，因而减污降碳协同度较高。

2）第二阶段，2015—2020 年。此阶段中，长江

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减污降碳协调度持续上升，且

城市群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到 2020 年，减污降碳协

同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

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此阶段协同度持续上升，主

要得益于十八大后中央对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 2013 年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成效的显现。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通过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和提升绿色创新能力等举措，实现了 SO2、

PM2.5、氮氧化物等多种污染物的综合减排。同时，

这也从源头上减少了 CO2 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

了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2018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相继开展，进一步推

动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成效的提升。其中成渝城市

群相较于其他两城市群来说，小规模、高污染、高

能耗企业更多，因而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两高”

行业准入、推广清洁生产等举措的规制下，地区取得

的减污和降碳效果更为显著，减污降碳的协同度提升

幅度更大。

3 城市群减污降碳影响因素时空异
质性

3.1 GTWR 模型拟合

利用 ArcGIS 10.8 软件，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

群减污降碳协同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时空地理加权回

归分析，并将 GTWR 模型参数与 GWR 模型、OLS
模型回归参数进行对比，最终选择 GTWR 模型回归

图 1 2011—2020 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

减污降碳协调度

Fig.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mong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REB, 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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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分析。在使用 GTWR 模型进行拟合前，先

使用 Moran 指数对被解释变量“减污降碳耦合协调

度”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被解释变

量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次，对影响因素间的

共线性进行检验。经过检验，各因素的 VIF 值均小

于 10，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可以使用 GTWR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3 中可见，

GTWR 模型的 AICc 值小于 OLS 模型和 GWR 模型

的估计值，且调整后 R2 值大于 OLS 模型和 GWR 模

型估计值。这说明相较于 GWR 模型和 OLS 模型，

GTWR 模型对本研究数据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因

而选择 GTWR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长江

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度的时空差异性。

3.2 时空差异分析

本文使用 GTWR 模型，分析 2011—2020 年不同

因素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

并将三大城市群 2011、2014、2017 和 2020 年的回归

结果绘制成箱型图，用以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长江经

济带三大城市群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图 2 给出了三大

城市群人口集聚回归系数分布情况。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人口集聚对长江经济带三大

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均具有负向影响，即地区人口

密度的增加会阻碍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这主要是因

为人类生产生活均涉及能源的消耗，地区人口密度的

提升会导致对能源需求量大幅增加，加大地区生态承

载压力。从变动趋势来看，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回归系数在研究期内波动上升，表明人口

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的抑制作用减弱。而研究期内

长三角城市群回归系数的演变趋势则呈现出波动下

降的态势，从 2011 年的 -0.41~-0.24 下降至 2020 年

的 -0.70~-0.45，人口密度增加对减污降碳的负向影

响增强。长三角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人口最为密集

的地区，近年来人口密度仍在不断提升。截至2020年，

长三角地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664 人 /km2，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4.5 倍。多数城市人口密度已逼近或超过

其最大承载力，无论是对地区环境保护还是对于减排

温室气体来说都具有不利影响。

图 3 展示了三大城市群 2011—2020 年城镇化水

平对减污降碳回归系数的变动情况。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对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

来说，三大城市群组间以及组内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城镇化水平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减污降碳始终具有

正向影响，长三角城市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地区

减污降碳协同状态的提升。对成渝城市群来说，2011
年各城市的回归系数均小于 0，经过 10 a 的发展演变，

到 2020 年已有部分城市回归系数稳定为正。因而对

于成渝城市群中回归系数为负的城市，需要在城镇化

水平提升中树立高质量城镇化的理念，考虑城市污染

排放与污染处理能力的平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来

说，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的回归系数为正，城市群内

东西部差异明显。城市群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回归系数为正，而西北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回

归系数为负。因而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说，需要

推进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均衡发展，促进资金、资源、

技术等要素在不同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带动西北部城

市经济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图 4 所示为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

分布图。

表 3 模型拟合参数

Table 3 Model fitting parameters

参数
模   型

GTWR GWR OLS

AICc -1 610.05 -1 351.87 -974.887

R2 0.821 5 0.689 0 0.408 5

R2Adjusted 0.819 7 0.685 9 0.403 6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2 人口集聚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2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map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3 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3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map of
urbaniz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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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对成渝和长江中游城

市群减污降碳的影响均为负，且研究期内两城市群回

归系数均呈上升趋势。成渝城市群回归系数从-2.0~-
0.9 上升至 -0.45~-0.2，长江中游城市群回归系数

从-1.0~0 提升至-0.45~0，城市群内部差异显著降低。

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成渝和长江中游两城市群而言，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造成碳污协同减排效果下降，但

这种负向影响在研究期内逐渐弱化。其原因可能是研

究期内两城市群经济增长方式逐步从粗放式经济发

展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转变，有效制约了污染物

与碳排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来说，

其 2011—2015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为负，但

2016—2020 年由负转正，意味着对长三角城市群来

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这主要是由于“十四五”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逐

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达的经济水平带来人民消

费需求的转变，新型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被接受

和推广，推动了地区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

图 5 为三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回归系数分布图。

由图 5 可以得知，2011—2020 年，产业结构对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减污降碳主要表现为负向

影响，即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越高，减污降碳的协调性

越差。第二产业创造价值需要耗费的资源和能源要远

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对应值，既是主要的污染

排放源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因而第二产业

产值占 GDP 比例越高，相应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

放量越多，越不利于减污与降碳的协同推进。其中，

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减污降碳稳定呈现

为负向影响。但是相较之下，成渝城市群的回归系数

要小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这表明产业结构对成渝城市

群减污降碳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成渝城市群的回归

系数在研究期内呈上升趋势，意味着第二产业所占比

例对成渝地区减污降碳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被

弱化。而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回归系数变动较小，

表明产业结构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较为稳定。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回归系数在研究期内变动最大：以

2017 年为分界，2017 年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结

构回归系数正负皆有，意味着对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来

说，第二产业所占比例的提升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存在

明显差异。2017 年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各城市的

回归系数一致为负，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的减污降碳效

应开始显现。

图 6 给出了三大城市群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分布

情况。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对外开放对减污降碳的影响

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来说，

研究期内对外开放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回归系数普遍

为负，意味着外商投资额的增加会阻碍该地区减污降

碳协同效果的提升。但对于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

市群来说，其中大多数城市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大于

0，表明外商投资能够促进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4 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4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char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5 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5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6 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6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chart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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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大部分城市的减污降碳。但这种促进作用整体呈

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不同年份间的回归系数变动较

大。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相较于长三角城市

群来说，对外资的吸引力较低，除以省会为代表的主

要城市外，其他城市接收到的实际外商投资数规模较

小。但尽管如此，相对于此类地区原有企业来说，吸

引来的外资通常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有利于当地

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促进减污与降碳的协同发展。但随着我国对科技发展

的重视和自身科技实力的增强，外商投资的技术优势

逐渐降低，因而其对减污降碳协同的促进作用也逐渐

降低。

图 7 给出了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布

情况。

如图 7 所示，科技创新对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

的影响以正向影响为主，说明科技创新是促进减污

降碳协同的重要因素。2011 年成渝城市群科技创新

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回归系数为负，此后其回归系数

持续提升，在研究末期实现了回归系数的由负转正，

以及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回归系数差异明显缩小。对于

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说，研究期内绝大部分城市的回归

系数为正，仅有少数城市的回归系数小于 0。并且直

到研究末期，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作用方向才一致趋

于正，科技创新表现出对减污降碳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对长三角城市群来说，研究期内所有城市科技创新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长三角地区科技水平的提

升能够有效促进地区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

但从时间发展趋势来看，这种促进作用的效果略有下

降，区域内部各城市间的回归系数集中于 0.05~0.18，
作用强度逐渐趋于一致。

图 8 展示了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分布

情况。

从图 8 所示回归结果看，研究初期，三大城市群

城市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多为负数，并且回归系数随

着时间推移波动上升。表明环境规制对三大城市群大

部分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

影响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减弱。到 2020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回归系数均为

正，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已实现从负向影响向

正向影响的转变。这意味着，在以上地区，通过提升

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减污降碳协同作用。但从图 8
中也能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回归系数的差异性

要远大于长三角城市群，可能是因为长江中游城市群

内部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参差不齐，部分城市仍未贯彻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导致环境规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

挥。而对于成渝城市群来说，到 2020 年仍未实现环

境规制回归系数的全部为正，但各城市回归系数整体

有所优化。2011 年，成渝城市群中重庆市、达州市

及广安市 3 个城市的回归系数为正，其余城市的回归

系数均为负；到 2020 年，回归系数大于 0 的城市增

加至9个，其余各城市回归系数较2011年也有所提升。

这表明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

同的影响由负向正转变，多数城市已能通过提升环境

规制强度促进减污与降碳的协同控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分别探究了 2011—2020 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

市群减污降碳协同状态演变和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

性，得到如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减污降碳耦合协调

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成渝城市群协调度提升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7 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7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chart

      a）成渝城市群    b）长江中游城市群  c）长三角城市群

图 8 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Fig. 8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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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最大，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度平均值最高。截至

2020 年，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均达到协调状态，协

调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减污降

碳协同状态达到良好协调水平，长三角城市群达到中

级协调水平。

2）在减污降碳影响因素探究上，各因素对三大

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

性。其中城镇化、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

同具有正向影响，通过推动高水平城镇化、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和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有效促进其减污

降碳协同。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对三大城市群减污降

碳协同具有负向影响，需要控制地区人口密度过快增

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降低其负向影响。经济

发展水平在长三角城市群能够促进减污降碳的协同，

但在其他城市群则会导致减污降碳的失调；对外开放

在长三角城市群表现为对减污降碳协同的抑制作用，

在成渝城市群则表现为正向的促进作用，在长江中游

城市群则正负皆有，未实现作用方向的统一。

4.2 建议

1）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是推动长江流域下游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必要举

措。首先，实现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的减污降碳，必然

要推动长三角均衡发展，通过缩小城市间经济社会发

展差距，合理疏散人口密度，缓解长三角核心城市因

为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所面临的严重资源和环境压

力。其次，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以电子、汽车、纺织、

石化等产业为主导，有极高的污染减排和碳减排潜

力。对此，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清洁技术的推广

和应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实现长三角城市群

减污降碳的重要举措。上海市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

未来更需要进一步发挥创新中心的人才和技术优势，

加大对于减污降碳技术的研发与成果转化，为长三角

乃至长江经济带整体实现减污降碳提供可靠的技术

支持。最后，当前长三角地区正处于生态绿色一体化

推进进程中，更需着力推进集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

交易为一体的排放权交易平台建设，构建更加成熟和

完善的排污权交易体系，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减污

降碳作用。

2）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带动长江中游区域整体发

展的重要力量，主导产业以传统机械制造、建材加工、

化工冶炼等为代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要推进中游

城市群实现减污降碳，需要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调

整、推进新型产业的发展。例如武汉的半导体和光电

产业、长沙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南昌的航空工业及

新材料等。通过发展此类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以及资源集约性质的产业，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

式，减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和碳排放

量。此外，中游地区城市要注重推进高质量城镇化，

遏制部分城市通过盲目基建提升城镇化水平的行为，

合理引导农村及周围城市人口向此集聚，并大力倡导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减轻人口数量增加对

地区环境造成的压力。对于外商投资，长江中游城市

群需提升环境准入审核标准，杜绝因盲目引进外资而

成为“污染避难所”。

3）成渝城市群地处长江流域上游，多属于生态

脆弱或生态敏感区，因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

需遵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

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以此倒逼区域

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清洁化改造。通过挖掘区域内生

态旅游资源，推动以绿色旅游为代表的服务业发展，

加快调整成渝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成渝城市群作为

长江上游地区的科研中心，可将自然资源禀赋与科技

创新相结合，着力开展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打造长江上游可再生能源科技研发中心。通过技术扩

散推动长江上游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调整上游地区

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最后，成渝城市群乃至长江上游各级政府需要加

强与中、下游省市政府的联系，在流域范围内开展更

有针对性、更有效的环境规制。如推动长江流域上下

游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与落实，对上游重要生态功能区

进行横向生态补偿，以提升上游地区污染治理和生态

保护的积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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